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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技術的生存實踐 

——以福柯的觀點解讀《白鹿原》 

 

《白鹿原》自發表後就引起了文學界的轟動，同時它也廣受讀者歡迎。白鹿

原吸引人的地方在於故事背後的一種文化理想，一種試圖在歷史變遷中指出正

確生活方式的理想，尤其是對知識份子而言。這種文化理想基本上源於關中學派，

這是新儒學的一個分支，它強調禮、道德責任和儒家美德在日常活動中的實踐。 

然而它對人類與生俱來的道德美德的懷疑卻並不符合新儒學的中心原則。

宋明理學的創始人都接受了孟子關於人性本善的假設。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人

性是由天傳給人的，既然天是好的，那麼人性也應該是好的。因此，對於新儒家

來說，恢復人性中固有的善成為生活中的一項重要任務，通過這項任務，人類可

以學會與天道保持一致。相比之下，人性本身在白鹿原卻並沒有被認為是一個重

要的問題。對作者來說，重要的不是人類應該如何向內尋找道德行為的種子，而

是人類應該如何向外尋找道德指導。鑒於這種差異，本文借助蜜雪兒·福柯關於

“自我的技術”的觀點來對《白鹿原》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尋求福柯視角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要尋求福柯的視角？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作為一個以研究支

配和指導人們行為的技術和程式而聞名的歷史學家/哲學家，福柯提供了關於權

力行使的見解。鑒於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權力和權力關係，這些見解當然可以

作為跨文化的分析工具來應用。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指出：權力作為一種本

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惡的關係形式，它不僅可以被壓抑和有害地使用，其同時也可

以被自願和有效地使用。在福柯看來，自我的技術是自由的實踐，希臘人通過這

種實踐按照他們文化中的某些模式來構建自己，而這種自我的技術將有助於良

好、穩定的政府。儘管福柯認為這些古老的實踐不應該被不加批判地複製為現代

倫理學的模式，但它們對他的啟發是顯而易見的。 

關於自我的技術，我們應該注意到，它們只專注於實踐並強調意志的人的能

動性，旨在建立一種道德的指引。其不是從人類的自然欲望中尋求指導，而是從

調節這些欲望的某些規則中尋求指導。福柯的描述表明，他不相信人性的本體論

存在。正如他在 1971年 11月與諾姆·喬姆斯基的辯論中明確指出的那樣，他認

為人性的概念只是一個認識論指標，它指定了與其他類型的話語相關或相對的

特定類型的話語。對他來說，這個概念顯然不是指由於某些歷史、社會或經濟機

制而被隱藏、疏遠或監禁的實體。福柯的研究沒有試圖解開這些壓抑機制來更新

人與他的根的聯繫，而是通過各種實踐，包括自我的技術來關注人類主體的構成。 



《白鹿原》中的自我道德實踐 

與新儒家對人類道德天賦的信仰形成對比的是，福柯這種對人性的不信任

態度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文化規範構成重要性的強調可以揭示《白鹿原》中的一個

核心問題，即自我修養的實踐。新儒家相信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天賦和相同的向

善的自然傾向，他們認為平靜的自我反省是一種重要的自我修養形式，其可以清

除一個人頭腦中自私的欲望和外界的幹擾，這樣做有助於一個人體驗人性中固

有的天理。[1]然而在《白鹿原》中，自我修養是以向外部道德榜樣學習的形式出

現的。正如小說的主要人物白嘉軒所展示的那樣，他在生活中不斷貫徹朱先生的

建議。而黑娃在經歷了農民起義、土匪頭子的生活後，他開始想要改變自己的生

活，最終成為了朱先生的學生。這兩個有缺陷但仍可被教授的角色表明：只要一

個人有意願，那麼他開始改造自己永遠不會太晚，而一旦開始，他必須把自我修

養變成一生的旅程。朱的教誨和德行使得白嘉軒也得到了道德的指引。 

《白鹿原》中動機的關鍵作用 

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武力來改造人最終導致失敗也展現了動機的至關重要

性。福柯認為，武力不同於權力，因為權力總是為抵抗、逃跑、詭計和反抗留下

空間，而武力剝奪了臣民做出自己選擇的自由。[2]顯然，這種力量仍然無法從內

部改造它的臣民。因此，任何因使用武力而導致的行為改變都將是暫時的、脆弱

的和可逆的，因為它是非自願的。在《白鹿原》中，武力被證明不足以實施“鄉

約”。在《白鹿原》中，朱先生為白鹿原村提出了一個道德準則，以應對 1911年

共和革命所造成的社會政治真空，但這一準則的實施力度不夠。正如彼得·波爾

指出的那樣，這些契約是文人達成的自願協定，以鼓勵彼此的道德行為。更重要

的是，小說中的契約文本強調精神鼓勵和勸誡，對屢教不改的人最嚴厲的懲罰是

罰款，而由白嘉軒作為族長實施的契約則主要依靠體罰，包括鞭笞和將糞便塞進

罪犯的嘴裡。正如莫尼卡所指出的，朱所寫的契約沒有提供任何嚴厲的強制措施，

其旨在使契約成員的道德潛能得以實現。 

相比之下，在白鹿原實施契約時訴諸強制和懲罰，顯然表明人們對村民自發

改造自己的傾向缺乏信心。事實上，體罰的威脅在一段時間內的確是根除了白鹿

村的盜竊、賭博和街頭鬥毆，並導致了一個看似黃金的時刻。然而，黃金時刻很

快在歷史的動盪中被邪惡所取代，白嘉軒仍然無法恢復道德秩序，即使他對罪犯

施以嚴厲的懲罰。白孝文是白嘉軒的長子，也是假定的未來族長。在白孝文的隕

落中，武力的無效表現得最為深刻。在田小娥和其私情曝光後，白嘉軒當眾對白

孝文狠狠抽打，就像他對待其他做錯事的人一樣。而白孝文只是在墮落中變得更

加厚顏無恥，他變得縱欲淫亂並吸食鴉片。乍一看，這個故事似乎證明瞭孔子對

於道德指導的偏好，如《論語》中的以下語句所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3] 然而，通過仔細觀察，朱認為白

孝文的墮落不應該歸咎于道德指導的缺失，而應該歸咎於動機的缺失。在他因通

姦而被鞭打後，朱在一卷書上為他寫下了儒家的格言“慎獨”。原來，正是因為自

我警惕性的缺失，白孝文才屢次誤人生的歧途。 

當然，自我警惕需要由對的知識來引導，道德主體從他/她自己以外的來源

才能獲得這些知識。不言而喻，像黑娃這樣一個性格桀驁不馴的人物，必須向朱

先生進行和解，其才能達到真正的改造。就連白嘉軒也用他年輕時犯的錯誤證明

瞭外部道德指導的必要性，包括在自己的農場種植鴉片，以及與鹿子霖因合同糾

紛發生爭吵。當然，他也不能倖免於這些錯誤，他之所以得救，是因為他願意改

過自新，同時朱也試圖糾正他。最終，他發展了自己的道德敏感性，以至於他可

以控制自己，即使他在危險的情況下也拒絕妥協。相比之下，他的對手鹿子霖一

直被描繪成缺乏這種道德準備的形象。在他的行動中，利用一切機會來滿足他對

政治權力和性的欲望，鹿成了小說中無可救藥的人物，其難以受到他人的尊重。

而黑娃即使在白嘉軒橫行霸道的日子裡，仍然對白肅然起敬，這就是一個很明顯

的對比。值得注意的是，鹿從來不跟朱先生商量任何事情，也沒有興趣引導自己

走上正確的道路。 

《白鹿原》中的倫理之旅 

同時，《白鹿原》中人物的倫理之旅並不取決於他們的意識，而是取決於他

們在生活中做出的倫理選擇。對福柯來說，倫理學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個人界定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這一部分將形成他的道德實踐的物件，從而確定

他相對於他將遵循的戒律的位置，並決定作為他的道德目標的某種存在模式。這

需要他對自己採取行動來監控、測試、改善和改變自己。在《白鹿原》中，白嘉

軒清楚地例證了這種自願的過程。 

白對儒家道德哲學的歷史並不精通。但是他願意根據他已經學習並不斷學

習的基本行為規則來改變自己的存在方式。因此，他的生活由一系列自我發展、

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的行為組成，而不是嚴格遵守一套明確編纂的道德原則。從

福柯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他的生活稱為一種“主觀化”的形式，一種強調道德

主體使自己成為眾所周知的物件的過程。[4]儘管這一過程是漸進的、永無止境

的，但它對倫理主體及其周圍的人的影響是深遠的、持久的。在白嘉軒的例子中，

他努力塑造自己堅韌的性格，並不斷去抵禦誘惑和危險。他在道德選擇上始終不

屈不撓，在一個強盜為了減少他對黑娃的威脅而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後，他的這種

形象也依然存在。當黑娃最終義無反顧地向白投降時，誰贏得了這場道德之戰就

變得明朗了。 

《白鹿原》的歷史背景——戰爭、混亂與解放 



鑒於陝西中原學派的影響，為什麼陳忽視了新儒家關於人性本善的信念，而

強調自我治理中道德榜樣和自願自我改造的重要性？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我看

來與他對現代中國革命對人類行為影響的感知密切相關。《白鹿原》大致處於

1911年共和黨革命和 1949年共產黨接管之間，它既關注人物的個人經歷，也關

注革命中的事件。這場革命從一開始就不是人性中固有的邪惡的結果，因為白鹿

原真正的革命者都被描繪成被自己的理想點燃的無辜者。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

最終被他們所信奉的事業背叛了，正如白靈的例子所示，白靈是一位獻身的革命

者，但是她最終被戰友無情謀殺。雖然這場革命與人性本身沒有什麼關係，但是

它確實擾亂了社會秩序並煽動了人類的毀滅傾向，最終引起了暴力反應且創造

了一個幾乎不利於道德成長的混亂環境。怪不得當朱先生面對 1927年農民革命

中的酷刑和斬首時，他問自己是否還能接受過去歷史學家對當地人民道德品質

的正面且熱情的評價。正如酷刑和斬首所表明的，在革命期間，人類行為已經被

引導到一個以不寬容和殘忍為標誌的方向。 

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民族主義者)全神貫注於暴力，其實際上與土匪聯手，

將白鹿原變成了一個“烹飪盤”，這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在這裡朱先生

對革命殘酷過度的明顯批評令我想起了福柯不信任解放的觀點。以殖民地人民

爭取自由的鬥爭為例，福柯認為，解放本身不足以建立人們決定可接受的生存形

式或政治社會所必需的自由實踐。為了獲得真正的自由，需要提前在行使自由時

設置保障和限制，以便一個人的自由不侵犯其他人的自由。一場盲動的政治革命

根本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相反，由於它削弱了政治和社會權威，人們更容易放

棄文化規範，從而放縱自己的欲望和激情。以白鹿原的鄉約為例，如前所述，該

契約未能在白鹿村產生持久的影響，主要是因為村民缺乏自我改革的動力。我們

也不應忽視革命的有害影響。其一，“鄉約”一詞於 1911年被共和縣政府轉為官

職。隨著契約的道德內容被掏空，這一職位為自私自利的鹿子霖創造了機會，讓

他能夠增強自己的權能，而不去關心他所負責的人的福祉，這體現在他上任後的

第一個行動—向村民徵收土地和人頭稅(也是新共和政府的第一個行動)。其次，

更重要的是，在 1927年農民革命的高潮時期，黑娃和他的同志們在宗室砸碎了

契約的碑文，從而把契約的道德權威拋到了九霄雲外。隨著社會道德結構的崩潰，

個人最終生活在一種失範的狀態中，其最終被剝奪了安全和自由。[5]革命的毀

滅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資訊:權威對社會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當個人植根於社

會和道德約束的體系中時，自由才成為可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一場盲動主

義政治革命以自由的名義粉碎這些約束時，其結果只能是無政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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